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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弯曲元测量上海原状软黏土各向异性剪切模量 
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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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土体的小应变特性已被广泛应用于预测地下建筑物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尽管上

海的城市地下基础、基坑与隧道开挖日益增多，但是关于上海原状软黏土小应变剪切模量的研究几近空白。利用装有

霍尔局部应变传感器与弯曲元测试系统的三轴仪对上海软黏土剪切刚度的固有各向异性进行了研究。在等向应力状态

下对方形原状上海软黏土试样进行了两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较之传统的初达波法和峰–峰法，互相关法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弯曲元试验中确定剪切波速的客观性。由于土体水平向层理结构与颗粒间胶结作用的影响，上海软黏土呈现

出明显的各向异性，实测最大剪切刚度的固有各向异性比（G0(hh)/G0(hv)）约为 1.21。利用孔隙比函数 F(e)=e-1.3能够很好

的描述不同平面内最大剪切模量与土体应力状态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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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of small-strain inherent stiffness anisotropy of intact                    
Shanghai soft clay using bender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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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asurements of small-strain stiffness are widely used for predicting ground movements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K. Althoug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foundations, excavations and tunnels are constructed in Shanghai,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small-strain shear modulus of Shanghai soft clay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 In this study, the degree of 

inherent stiffness anisotropy of intact Shanghai soft clay is investigated using a triaxial apparatus equipped with Hall-effect 

local strain transducers and a bender element testing system. Two series of tests are carried out on intact prismatic soil 

specimens under an isotropic stress sta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ross-correlation method using two received 

signals gives rise to more objective and repeatable results than the conventional first-arrival-time and peak-to-peak methods. 

The intact Shanghai soft clay clearly exhibits inherent stiffness anisotropy, as demonstrated by its elastic shear modulus ratio 

(G0(hh)/G0(hv)) of about 1.21, due to the stronger layered structure in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a bonding effect. A unique 

relationship is found and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normalized shear modulus and the stress state in each plane by incorporating a 

void ratio function in the form of F(e)=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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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最大剪切模量 G0 是土体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 

考虑 G0 的各向异性对于预测基坑与隧道开挖引起的

周围地表变形至关重要[1-3]。土体刚度的各向异性通常

可以分为固有（结构）和应力诱发各向异性。前者是

由土体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结构决定，而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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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向异性的应力状态引起[4]。不同材料的刚度各向

异性存在一定的差异。Bellotti 等[5]指出 Ticino 砂在等

向应力状态下水平面内的最大剪切模量是竖直面上的

1.2～1.3 倍。而 Fioravante[6]的试验结果表明等向压力

下 Ticino 和 Kenya 砂的水平和竖直面内最大剪切模量

的比值分别为 1.1 和 1.2。Jovičić 和 Coop[4]在三轴仪

中利用一对竖向弯曲元，对三组原状 London 硬黏土

进行了测试，等向压力下其最大剪切模量比

G0(hh)/G0(hv)=1.5（其中 G0(hh)和 G0(hv)分别指 hh与 hv平
面内的最大剪切模量）。他们还指出较大的塑性应变可

能会影响硬黏土的固有各向异性。Pennington 等[7]在

同一土样上同时安装了三对弯曲元以测试不同方向的

土体的剪切模量。重塑 Gault 黏土的最大剪切模量比

G0(hh)/G0(hv)=1.5，而原状 Gault 黏土这一比值则为 1.7。
笔者等[8]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完全分化凝灰岩的固有

各向异性，得出其最大剪切模量比为 1.48，且在 50～
400 kPa 的等向压力下几乎保持不变。Wang 等[9]根据

真三轴试验与离散元模拟结果指出土体水平向较大的

剪切模量与颗粒之间较强的水平向正应力密切相关。

然而目前关于软黏土小应变刚度各向异性的研究相对

较少。虽然 Jamiolkowski 等[10]对意大利的 Panigaglia
和 Pisa 软黏土，Teachavorasinskun 和 Lukkanaprasit[11]

对 Bangkok 软黏土的小应变刚度的各向异性进行了研

究，但这些试验均在一维固结仪中进行，故无法区分

固有（结构）和应力诱发各向异性。随着软黏土地区

（如上海）地下工程建设规模日益扩大，软黏土小应

变剪切刚度各向异性的试验室研究亦愈发重要。 
 弯曲元试验因其简单易操作、价格低廉及对被测

试样无损性等特点已被广泛用于测量土体的最大剪切

模量与刚度各向异性。根据弯曲元试验结果，土体的

最大剪切模量 G0 由式（1）表示 
 2

0( )ij ijG v   ， (1) 
式中，i为剪切波传播方向；j为颗粒振动方向； 0( )ijG
为 ij平面内的最大剪切模量； 为重度；vij为 ij平面

内的剪切波速。而最大剪切模量与土体所处应力状态

的关系可由式（2）的经验公式表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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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ij为 ij平面内土体结构常数；F(e)为孔隙比函数；

pr 为参考压力（文中为 1 kPa）； i ， j 分别为剪切波

传播与颗粒振动方向上的有效应力；n 为经验应力指

数。土体刚度的各向异性通常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最大剪切模量的比值（G0(hh)/G0(hv)）来表示，结合式

（1）与式（2），G0(hh)/G0(hv)可表示为 
2 1 2

0(hh) hh r h h
1 2

0(hv) hv hv r h v

( ) ( )
( ) ( )

n n
hh

n n

G v S F e p
G v S F e p

 
 





       
 ， (3) 

式中，（Shh/Shv）和( h v/   )n分别代表因土体结构和应

力各向异性对刚度各向异性的影响。若孔隙比函数

F(e)各向同性，在等向应力状态下式（3）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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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4）可以看出，等向应力状态下，土体刚度的各

向异性与应力大小无关而仅与土体结构（Shh/Shv）密

切相关。 
 本文对上海软黏土的剪切刚度的固有各向异性进

行了研究。采用装有局部应变传感器与弯曲元测试系

统的三轴仪对原状方形土样进行了三轴试验。比较了

不同方法在确定剪切波速时的优劣；确定了上海软黏

土的固有刚度各向异性比；并给出了最大剪切模量与

应力状态的经验关系。 

1  试验概况 
1.1  试验材料 

土样选取上海徐汇地区第③层淤泥质粉质黏土，

取土深度约为 8.5 m。试验土样均为采用盒状取土法

的原状土样。图 1 所示为土样的颗粒级配曲线，黏粒

（<0.002 mm）与粉粒（0.002～0.063 mm）含量分别

占总质量的 33%和 67%。土样的天然含水率约为 47%，

而液限与塑限分别为 51%和 26%。根据土体统一分类

法，试验土样可以归类为高塑性黏土。土样的其他物

理特性见表 1。 

 

图 1 土样的颗粒级配曲线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 soft clay 

表 1 土样的基本物理性质 

Table 1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est samples 
物理特性  
比重 Gs 2.6 

天然含水率 wn 47.4% 
液限 wL 51.0% 
塑限 wP 26.4% 

塑性指数 IP 24.6% 
黏粒含量 33% 
粉粒含量 67% 

土体统一分类法 高塑性黏土（CH） 

将边长为 30 mm 的正方体土样浸入蒸馏水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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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湿化试验。试样 A 的竖向轴线与取土现场一致，而

试样 B 的竖向轴线垂直于现场的竖向轴线。图 2 为浸

泡 80 d 后的块状土样。两个试样均未发生崩解，这说

明天然上海黏土存在真正的黏聚力（胶结力）。由于天

然土体的胶结力在各个方向存在差异，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土体在不同方向的最大剪切模量。 

图 2 块状上海软黏土的湿化试验 

Fig. 2 Slaking tests on block specimens of intact Shanghai clay 

1.2  试验仪器 

仪器采用英国 GDS 三轴仪，同时安装了局部应变

传感器与剪切波速测量系统。图 3 为局部应变传感器

与弯曲元布置图。试样中部的 4 个霍尔传感器[13]用以

测量垂直与竖向应变。安装土样中部的孔压传感器用

以记录试样中部的孔隙水压力。为了研究上海软黏土

的小应变刚度的各向异性，在试样表面安装了 3 组弯

曲元来测量 3 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剪切波速。竖向弯

曲元用来测量垂直传播的水平极化波速（vvh），另外

两对分别用来测量水平传播的垂直极化波速度（vhv）

与水平传播的水平极化波速（vhh）。每组弯曲元由一

个发射与两个接收弯曲元组成。每个弯曲元由压电陶

瓷制成，宽 4 mm，长 6 mm，深入土样表面 4 mm。 

 

图 3 局部应变传感器与弯曲元布置图 

Fig. 3 Arrangement of local strain transducers and bender  

.elements 

图 4 为本文所用弯曲元测试系统示意图。信号发

生器产生的正弦波经功率放大器放大后用以激励发射

弯曲元。接收弯曲元接收到土体中传播的剪切波后，

随之发生振动并产生电信号，然后经滤波器去除噪声

并适当放大。发射与接收信号同时显示于数字示波器 

上并备份到数据采集系统以作进一步的分析之用。 

 

图 4 弯曲元测试系统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bender element test set-up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高为 140 mm 的长条形试样，底面为正

方形，边长 70 mm（见图 4）。与圆形试样相比，采用

装有局部应变传感器与弯曲元的方形土样，能够直接

测量出横观各向异性材料的 5 个相互独立的弹性参

数。试样准备全过程均在恒温（24±1℃）试验室中进

行以减小因水分流失引起的土体扰动。试样制备完成

后，装入三轴仪中，随即安装 3 组弯曲元、中部孔压

传感器以及 4 个霍尔传感器。在进行反压饱和之前，

对试样施加原位有效应力（约 50 kPa）以减小土样可

能产生的附加应变。随后在 300 kPa 的反压下进行饱

和，当孔压系数 B大于或等于 0.95 时，即认为土样完

全饱和。 
在等向应力状态下进行了两组试验（试验 Biso 和

Bvoid），用以研究原状上海软黏土固有刚度的各向异性

与孔隙比函数。图 9 为三轴试验中的应力路径。每组

试验前土样均固结至原位有效应力。在试验 Biso 中，

土样进一步等向固结至 400 kPa，在图中三角形所示的

应力状态下（即 50，100，200，300，400 kPa 处）进

行弯曲元试验，以测量 3 个相互垂直平面内的剪切波

速。而在试验 Bvoid 中，进行了 4 个加载–卸载循环以

改变土样在原位有效应力下的孔隙比。在每个循环的

终点即 50 kPa 处测量剪切波速。两组试验中，弯曲元

测量均在试样中部孔隙水压力平衡，竖向应变速率小

于 0.004%/h 后进行，以减小蠕变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图 11为试验Bvoid中 50～200 kPa下土样中部超孔隙

水压力与竖向应变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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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轴试验的应力路径 

Fig. 5 Stress paths used in triaxial tests 

 

图 6 典型的超孔压与竖向应变曲线 

Fig. 6 Typical curves of excess pore pressure and axial strain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土样质量的评价 

天然土体在取样、运输和试样制备过程中因扰动

发生的塑性应变；以及当试样重新固结至原位应力状

态时产生的体积应变，都会导致土体结构的破坏，影

响土样的质量。通常用土样重新固结至原位应力状态

时产生的体应变来判断土样的质量[14]。而 Lunne 等[15]

指出e/e0（e 为重新固结至原位应力时的孔隙比变

化；e0 为初始孔隙比）的变化受土体扰动程度的影响

更为明显。文中两组试样当土样第一次固结至原位有

效应力约 50 kPa 时，e/e0 均为 0.03（见图 7）。根据

Lunne 等提出的判断土样质量的标准，当e/e0 小于

0.04 时，土样为优质土样。因此，文中两土样当恢复

至原位有效应力时，土体扰动较小，土体结构接近原

位状态。 
2.2  剪切波速 

图 8 为固结压力 200 kPa 时，试验 Biso中弯曲元

的实测结果，接收信号的轨迹清晰可辨。由于发射信

号在土体传播过程中不断衰减，距离发射弯曲元距离 
较远处的接收弯曲元 R处的信号明显小于 R处信号。

为了降低近场作用对接收信号的影响，文中在采用常

规初达波法确定剪切波速时，均采用距离发射弯曲元

较远的 R处信号，将与发射波振动方向相同的起始振

动时刻作为剪切波到达点（图中空心圆所示）。文中同

时采用了峰–峰法和互相关法确定剪切波的传播时间

与速度，并与初达波法进行比较。使用峰–峰法时，

以两接收信号第二主波峰间的时移作为剪切波的传播

时间[16]。而互相关法中用互相关函数 CCxy()表示信号

X(t)与 Y(t)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下式所示： 

  1( ) lim ( ) ( )dyx TT
CC X t Y t t

T
 


    ， (5) 

其中 T 为记时长度， 为两信号间的时移。若信号 X
（t），Y（t）具有相同的特性，则互相关系数最大值

时对应的时移即为剪切波的传播时间[17]。 

 

图 7 土样质量的评价 

Fig. 7 Sample quality assessment using e/e0 criterion 

 

图 8 典型的弯曲元发射与接收信号轨迹(试验 Biso, p'=200 kPa) 

Fig. 8 Typical input and output signals by using bender elements at  

..mean effective stress p'=200 kPa in test Biso 

图 9 为试验 Biso 中，固结压力 200 kPa 时，采用

上述 3 种不同方法得到的剪切波速。因 vvh，vhv及 vhh

变化规律相似，图中仅以 vhh 为例进行说明。如图所

示，采用初达波法，剪切波速随着激发信号频率的增

大不断增大。这是因为发射弯曲元发出的信号在传播过

程中会因近场作用、弥散作用及边界效应发生畸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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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信号随着不同的激发频率而随之改变。剪切波速

与激发频率密切相关表明：采用传统的初达波法确定

剪切波速与剪切模量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同的试验者

采用不同的频率得出的剪切模量往往存在一定差别。

如剪切波速 vhh 在激发频率 20 kHz 和 30 kHz 下相差

3%，对应剪切模量相差约 6%。而采用互相关法，虽

然激发频率较小时（小于 20 kHz），剪切波速波动 
性大于初达波法；但随着频率的增大，尤其是在 20～
30 kHz 区间内，剪切波速趋于一恒定值（207 m/s）。
相同频率下，峰–峰法得出的剪切波速与互相关法相

近；但在 20～30 kHz 区间内，由峰–峰法确定的剪切

波速较为离散。由此可以看出，互相关法较传统的初

达波法与峰–峰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文中 20～30 kHz）提高确定剪切波速的客观性，降

低因试验者或选取的激发频率不同而对试验结果产生

较大影响的可能性。Wang 等[19]通过数值分析发现利

用两个接收信号采用互相关法确定的剪切波速与真实

值最为接近，因此，本文采用互相关法确定的剪切波

速来计算土体的最大剪切模量。 

 

图 9 采用不同方法确定的剪切波速 

Fig. 9 Comparisons among shear wave velocities determine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2.3  上海软黏土的最大剪切模量  

根据弯曲元试验结果，上海软黏土最大剪切模量

由公式（1）计算得出。图 10（a）和（b）分别为试

验 Biso 与 Bvoid 中最大剪切模量随剪切面内有效应力的

变化。可以看出，不同平面的最大剪切模量 G0 随着有

效应力的增大而增大。两组试验中，土样的剪切模量

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各向异性，即水平面内的剪切刚

度（G0(hh)）大于垂直面内的剪切刚度（G0(hv)与 G0(vh)）。

对理想的横观各向异性弹性材料，G0(hv)值与 G0(vh)相

等。实测数据表明上海软黏土垂直面内的剪切刚度大

致相同，即 G0(vh)/G0(hv)≈1.0，与理论值基本吻合。 
土体的固有各向异性通常用最大剪切模量的比值

（G0(hh)/G0(hv)=(vhh/vhv)2）来表示[7-8]。因为 vhh 与 vhv 是

在相同的边界条件下测量所得，文中以此表示土体的

固有各向异性。图 11 为原状上海软黏土固有刚度各向

异性比。如图所示，在 p=50～400 kPa 范围内，实测

G0(hh)/G0(hv)比值介于 1.08 至 1.39 之间，平均值为 1.21
（标准差为0.1）。上海软黏土主要由片状颗粒组成[20]，

在重力作用下，片状颗粒在沉积过程中有一种趋势，

即其长轴沿着水平面方向进行排列。因此，大部分颗

粒间接触面上的正应力均沿着水平方向，使得土体在

水平面内具有较强的结构和较大的剪切刚度[9]。同时，

天然上海软黏土颗粒间的胶结作用（图 2）与水平方

向的层理结构（图 3）都对上海软黏土剪切刚度的各

向异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图 10 最大剪切模量 G0(ij)随 h h v h       ； 的变化关系 

Fig. 10 Variation of elastic shear modulus G0(ij) with h h   ； 

v h    

 

图 11 实测上海软黏土刚度的固有各向异性比 

Fig. 11 Measured inherent stiffness anisotropy of Shanghai soft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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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表明等向压力下，土体固有刚度各向异

性与应力大小无关仅与土体结构各向异性直接相关。

文中试验采用的均为优质的原状土样（见图 7），土体

扰动较小，土样结构接近原位状态下的土体结构。图

11 中相对恒定的固有刚度各向异性比（G0(hh)/G0(hv)）

表明：上海软黏土的结构各向异性在 50～400 kPa 的

压力范围内变化不大。因此文中试验过程（由 50 kPa
等向固结至 400 kPa）能够反映土体原位的结构与刚度

各向异性。Jovičić 和 Coop[4]也指出硬黏土或软岩试样

只有发生较大的塑性应变才会影响其固有各向异性，

这与文中上海软黏黏土具有较为恒定的固有刚度各向

异性比的现象基本一致。虽然 Clayton 等 Clayton 和

Heymann[22]的试验结果显示小应变也可能会改变土体

结构与其某一平面内的刚度大小，但其试验结果并未

表明土体固有刚度各向异性会在小应变范围内发生改

变。 
2.4  最大剪切模量与应力状态的经验关系 

根据公式（2），归一化的最大剪切模量与土体应

力状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1 2

0( ) r/ ( ) / ( )n n
ij ij i jG F e p S        。   (6) 

Lo Presti[23]提出土体的孔隙比函数可以用 F(e)=e-1.3 表

示。文中利用孔隙比函数 F(e)=e-1.3 与参考压力 pr=1 
kPa 对实测最大剪切模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如图 12 所

示水平面内土体结构常数 Shh 远大于竖向平面内的 Shv

和 Svh，这说明水平面内土体结构性较强，与实测上海

黏土刚度的固有各向异性比相吻合（见图 11）。虽然

竖向和水平面内的剪切模量大小存在差异，但经验应

力指数 n均为 0.29，说明不同平面内应力变化对该平

面内最大剪切模量的影响相近。根据图中不同平面内

（hh，hv 及 vh）唯一的经验关系，可以估算不同应力

状态下上海软黏土的最大剪切模量。 

 

图 12 G0(ij)/F(e)/pr
1-2n随 h h v h       ； 的变化关系 

Fig. 12 Variations of G0(ij)/F(e)/pr
1-2n with h h v h       ；  

3  结    论 
（1）相比常规初达波法和峰–峰法，利用两个接

收弯曲元处的信号，采用互相关法确定剪切波速，在

一定频率范围内（文中 20～30 kHz）减小了因试验者

或激发频率不同而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可能

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弯曲元试验结果的客观性与可

重复性。 
（2）上海原状软黏土表现出明显的刚度各向异

性。在固结压力 50～400 kPa 范围内，原状试样实测

最大剪切刚度固有各向异性比（G0(hh)/G0(hv)）约为1.21。
相对恒定的各向异性比表明土样结构的各向异性在试

验所施加的压力范围内变化不大。上海软黏土水平向

剪切刚度较大，这与其在水平方向上较强的层理结构

与颗粒间的胶结作用有关。 
（3）利用孔隙比函数 F(e)=e-1.3，原状上海软黏

土试样在 3 个相互垂直的平面内（hh，hv 及 vh）均存

在唯一的经验公式表示土体的最大剪切模量与应力状

态之间的关系。通过该经验公式可以预估上海软黏土

的最大剪切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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